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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期以来，增长理论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核心问题。“正统”的具有新古典传统的外生增长理论解释了实物资

本对增长的促进作用，并把技术进步引入到分析之中。但外生增长理论中的外生技术过程激发了内生增长理论和进

化增长理论的研究。内生增长理论把“边干边学”、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等要素引入到模型中，从而产生了报酬递增、

垄断均衡等重要特性，更重要的是技术过程在模型中是内生的。而进化增长理论则更强调家庭、厂商等经济主体的

有限理性和进化行为及市场的自然选择过程，它的技术过程是内生的充满不确定性、网络外部性及路径依赖的搜寻

过程。两种理论在对待理性、均衡等核心经济问题上有着本质的差异；同时，模型在对待异质性、不确定性等问题

上也存在着差异。未来增长理论的发展更可能是两种理论的综合与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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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因此，经济增长理论二百多年的发

展历史其实就是经济学二百多年的发展历史。经济增长的全部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都是围绕着两个

主题展开的： 

其一，人均产出持续增长，且其增长率并不趋于下降。或者说，经过如此漫长的人类历史变迁，

经济总能保持正的持续增长的源动力到底是什么？ 

其二，人均产出的增长率在各国之间的差异巨大。或者说，为什么国与国之间经济增长率不一

样？是否会产生收敛效应？ 

第一个问题代表了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的主要目的，即探寻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同

的经济增长模型从理论上解释促进经济增长的源动力，而像增长要素分析则主要试图从经验角度计

量不同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第二个问题代表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结果的关注，即经济增长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布状况，

并为经济增长落后的国家开出促进经济增长的“药方”。 

由索洛（Solow 1956）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创的新古典增长理论（Neoclassical Growth Theory）
为我们分析和了解经济增长机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更重要的是，它指出了技术进步是隐藏在

资本和劳动背后的维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主要力量。但新古典增长理论也受到了众多的批评，

这主要是因为它在解释经济增长时，其假设过于简单——技术过程在模型中是外生的，因此，索洛

的增长理论又被后人称为外生增长理论（Exogenous Growth Theory）。 

到了 80 年代，伴随着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又成为经济学界的重点和热点问

题，众多学者致力于研究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从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方法和模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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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延续新古典传统的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以罗默（Romer 1986）和卢卡

斯（Lucas 1988）为代表，他们仍然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和最优方法，致力于在增长模型中消

除收益递减及内生化技术过程，是对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扩展和改进，一般称为内生增长理论

或新增长理论（New Growth Theory）。二是进化增长理论（Evolutionary Growth Theory）。可以说，

它是对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颠覆。纳尔逊和温特（Nelson，Winter 1982）在这方面作了开创性

的工作，他们的研究更注重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把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进化、自然选择、路

径依赖等思想引入经济增长分析中，并创立了进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可以说，内

生增长理论和进化增长理论与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有着较大的差异。它们都注重对技术过程的更

好的、更深入的理解，以及对复杂的现实经济生活的更贴近实际的描述；同时，它们在各自对现实

经济的理解以及模型的实现工具上又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本文将回顾“正统”的具有新古典传统的外生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并考查经常被视为“异端”
的进化增长理论及进化经济学的发展情况，同时我们将总结新古典经济学与进化经济学在经济增长

理论及模型上的主要差异。 

2   增长理论的新古典观点 

“正统”的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跨越了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古典增长理论两个阶段。古典增长理论并

不系统和完整，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经济增长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包括斯密（Smith 
1776）的“分工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马尔萨斯（Malthus 1798）的人口理论、马克思（Marx 1885）
在《资本论》中的两部门再生产理论，等等。另外，杨（Young 1928）提出的“收益递增”理论、熊

彼特（Schumpeter 1934）提出的创新理论等都对新古典增长理论或者说现代增长理论产生了重要

而深远的影响。哈罗德（Harrod 1939）和多马（Domar 1946）掀起了研究经济增长的第一波浪潮，

他们的模型是一个标准的凯恩斯化的模型，其重要贡献在于试图将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整合进凯恩

斯（Keynes 1936）的短期分析之中，并建立一个动态理论。但哈罗德—多马增长理论除了其动态

思想以外，对现代增长理论的影响甚微。研究经济增长的第二波浪潮始于索洛（Solow 1956）的经

典文献，索洛也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索洛的增长理论带有明显的新古典性质，标志着新

古典增长理论的正式确立。1

2.1 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建立与完善 

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研究发端于索洛（Solow 1956）2。可以说，现在研究经济增长绕不开索洛

模型，它可以看作是评价其他经济增长模型的一个很好的标尺。 

为什么说索洛的增长理论具有新古典性质呢？因为他的模型中的生产函数具有新古典性质。索

洛模型的生产函数采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形式，因为它一直被经济学家认

为是对生产函数的一个非常好的近似描述。假设产出为 ，资本为Y K ，劳动为 L ，技术过程为 A，

我们有： 

αα −= 1)(ALKY ， 10 <<α  （1） 

易知，这个生产函数满足新古典生产函数的三个条件3。 

索洛增长模型的另一个核心方程是资本积累方程。现在假设技术过程参数 A的增长率，即技术

进步率为外生的 ；劳动力的增长率为外生的 ；并定义关于资本的外生的储蓄率 以及折旧率g n s δ 均

为外生的。人均资本 )/( ALKk = ，人均资本的增量为时间的导数 ，我们会得到如下的

资本积累方程： 
dtdkk /=&

kgnskk )( δα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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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程包括两个部分，前一部分 指的是单位有效劳动的实际投资，也就是说产出 中将αsk αk

有 份额用于投资；后一部分s kgn )( δ++ 为持平投资，也就是为了让 保持现有水平所必要的投

资。分析这个方程，我们可以看到 会收敛到 ， 表示的是实际投资与持平投资正好相等处的

k

k *k *k

k 值。在 处，劳动和知识正在分别以速度 和*kk = n g 增加，由于 ALkK = ，所以，K 以 gn + 的

速度增加；根据新古典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易知产出 也正在以同样的速度增加；而Y

人均资本及人均产出均以速度 g 增加。如此看来，根据索洛模型，一个经济不论它的起点如何，总

会收敛到一个平衡增长路径上来。在这种情况下，产出、资本和人口同比例增长，资本的收益递减

）

）运用拉姆齐的成果成功地内生化了索洛模型中的外生变量储蓄率 。

假设家庭的效用函数为：

dt

规律被技术进步过程抵消了，而人均产出的增长率由外生的技术进步率惟一决定。 

索洛模型中的资本积累方程给人的一个直观印象就是既然储蓄率 对于资本的积累是重要的，

那是不是提高储蓄率 就会长久地促进经济增长呢？对此，模型的回答是：储蓄率的变化只具有水

平效应，而不具有增长效应，即它可以改变增长的平衡路径，提高每单位劳动的产出水平，但却不

能提高每单位劳动的产出增长率。 

s
s

现在让我们回溯过去，看看拉姆齐（Ramsey 1928）的经典文献的贡献4。拉姆齐最早采用了

一种从个人最优决策中推导出储蓄均衡路径的动态模型，我们称之为无限期界模型（Infinite-Horizon 
Model）。拉姆齐的模型是用于解决个人最优储蓄的动态模型，但后来由于它所具有的坚实的微观基

础及其动态化思想，被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之中。卡斯（Cass 1965 、库普曼斯（Koopmans 
1965  s

 

0
( )t

t tU e u C Lρ∞ −= ∫                                                           （3） 

其中 ρ 为时间偏好，亦即贴现率； tC 为家庭的消费； ( )tu C 为家庭消费的效用函数，采用相对风险

厌恶不变的效用函数（Constant Relative Risk Aversion，CRRA）： 

1

1( )
1
t

t
Cu C

θ

θ

−

−
=

−
， 0θ >                                                         4  （ ）

于等于其全 初始财富）

的贴现值之和。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家庭每单位消费（ t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其预算约束是其终生消费的贴现值小 部收入（包括

/t tc C L= ）的增长路径 ：5  

t t

t

c r
c

ρ
θ
−

=
&

                                                                   5  （ ）

其中 为利率。由此，我们得到了一个由微观层次的家庭决策累积而成的内生储蓄率。 r

另 一 个 可 以 整 合 进 索 洛 模 型 的 是 戴 蒙 德 （ Diamond 1965 ） 的 世 代 交 叠 模 型

（Overlapping-Generations Model，OLG）6，它同样可以用于内生化索洛模型中的外生储蓄率，

但其与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假设家庭中的劳动力是长生不老的，而后者

假设劳动力分为工作和退休状态，并连续有旧的劳动力死亡和新的劳动力进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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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每个劳动力在工作状态时进行消费与储蓄，定义其消费为 ，而退休状态时只进行消费，

则其消费为 ，同样定义一个相对风险厌恶不变的效用函数： 
1tc

2 1tc +

1 1
1 2 1t1

1 1 1
t

t
c cU

θ θ

θ ρ θ

− −
+= +

− + −
0，θ >                                                  （6） 

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家庭每单位消费的增长路径： 

1

2 1 1

1

1
1

t t

t

c r
c

θ

ρ
+ +⎛ + ⎞
= ⎜ +⎝ ⎠

⎟                                                               （7） 

事实上，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是戴蒙德模型的一个特例。但这种拓展使得戴蒙德模型

在整合进索洛模型后具有更贴近现实的微观基础，同时会产生宏观经济上的一些重要差别。 

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增长模型与戴蒙德增长模型是对索洛增长模型的补充和完善，或者说

是索洛增长模型的最优化版本。至此，新古典增长理论不论从宏观总量的分析还是微观基础方面都

相当完善了，标志着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初步形成。但新古典增长理论仍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即技术过程 A的内生化问题。 

新古典增长理论强调人均收入增长的源泉是技术进步。索洛等人虽然没有将技术进步视为内生

变量并进而解释这一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源泉，但是他们无疑明确地提出了这一问题，从而为以后

的经济学家指明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这一观点现已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内生增长理论也

主要是沿着这一思路拓展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内生增长理论是新古典增长

理论的继续和发展。 

新古典增长模型一方面将技术进步看作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

变量而把它排除在考虑之外，这一假定无疑使该理论排除了最重要的因素。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新古

典增长模型无法解释一些重要的增长事实，如各国增长率存在的广泛差异等，这就大大限制了新古

典增长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2.2 内生增长理论 

继卡斯、库普曼斯以及戴蒙德的研究工作之后，增长理论的发展进展缓慢，其主要原因是西方

国家经济陷入了“滞涨”的局面，经济学家都把注意力纷纷集中到了经济的短期分析之上。其间偶有经

济学家对技术过程内生化的尝试，但在当时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直到罗默（Romer 1986）的经典

文献出现，并由此掀起了第三波研究经济增长的浪潮7。 

2.2.1 第一代内生增长理论 

1962 年，阿罗（Arrow 1962）提出了“边干边学”（Learning by Doing）的概念。这一概念对内

生增长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简单地说，阿罗的边干边学包含两层含义：首先，知识是投资的副

产品，提高一个厂商的资本存量会导致其知识存量的相应增加。其次，知识是公共产品，具有“外溢

效应”（Spillover Effect）。这一假定意味着，每一厂商的技术变化是整个经济中的边干边学，并进而

是经济的总资本存量的函数。总之，知识的创造是投资的副产品（即边干边学），知识的溢出导致了

整个经济生产率的提高（即溢出效应）。也就是说，从整个经济来看，生产过程因生产率的提高而表

现出递增收益。 

1986 年，罗默（Romer 1986）以阿罗的边干边学概念为基础，提出了以知识生产和知识溢出

为基础的具有内生技术变化的增长模型。在罗默模型中，生产性投入的专业化知识的积累是长期增

长的决定性因素，它不但自身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力，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其他要素也产生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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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进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从而保证了长期增长。 

按照阿罗的思想，知识或技术的变化率 与总资本存量的变化率 成比例。因此，罗默假定经

济中有 个厂商，则其总资本存量

A& K&
N K 为： 

1

N

i
i

K
=

= ∑ k                                                                     （8） 

显然，对于任一厂商扩大投资 后，总资本ik K 就相应增加。同时，罗默模型中的任一厂商的生产函

数形如： 

1Y Ak Kα α−= ，0 1α< <                                                        （9） 

1K α−
可见， 体现了知识或技术的外溢效应，提高了所有厂商的生产率。

到无穷大，

技能水平为 的 个劳动者则有：

h

响，提高周围人的生产率，但他并不因此得到收益。这种外部性

可以定义为平均的技能水平：

 

可以说，罗默增长理论吸收了杨（Young 1928）的思想，修正了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收益递减的

假设，提出了收益递增（Increasing Returns）的假设，这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突破。由于

知识溢出的存在，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不会因固定生产要素（劳动）的存在而无限降低，于是稻田条

件8不再成立，因此，他的模型的结论是收益递增在长期增长中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在这个假设下，

也完全可以得到竞争性均衡。由于知识的创造是投资的副产品，不需要进行补偿，因此仍可以维持

完全竞争的分析框架。于是，通过边干边学和溢出效应，我们可以在完全竞争的框架下得到内生的

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在罗默的模型中，技术过程完全是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由谋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的知识积累推

动的，这与索洛等人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完全不同，技术进步作为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内在地融入到

了增长模型中。 

1988 年，卢卡斯（Lucas 1988）发表了《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一文，这篇文献成为了另一内

生增长理论的开拓性文章。卢卡斯在吸收了舒尔茨（Schultz 1959）等人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成果

后，运用宇泽弘文（Uzawa 1965）的分析框架，提出了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内生增长模型。 

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Human Resource）是“增长的发动机”。人力资本一方面是劳动者的技

能、知识水平，这会不断提高劳动者自身的生产率。假定每个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为从 0
 h ( )N h

0
( )N N h d

∞
= ∫                                                               （10）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同样存在外部性，这可以使得人力资本从旧产

品扩散到新产品上，从一个人身上扩散到与其相关的如家庭成员身上。一个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人

对他周围的人会产生更多的有利影

 

0

0

( )

( )
a

hN h dh
h

N h dh

∞

∞= ∫
∫

                                                             11  （ ）

卢卡斯定义的生产函数中，人力资本的内部性与外部性都得到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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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aY AK uNh hα α γ−= ，0 1α< <                                                （12） 

其中，u 代表的是劳动者用于生产的时间份额，而1 u− 则代表劳动者用于进行人力资本积累的时间

份额。于是，这种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使得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都得到提高，进而使得产出具有收

益递增效应。 

卢卡斯的增长理论强调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把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技术过程内生化为人力资本

的收益递增效应。它不但能解释经济的持续的正的增长，而且能解释国与国之间广泛存在的人均收

入和增长率的差异，这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同时也是对经济增长理论

的一次重要突破。 

2.2.2 研发类内生增长理论 

上述的罗默增长理论和卢卡斯增长理论可以被称为第一代内生增长理论，当然还有其他的形形

色色的模型及理论，但它们的共同点在于放弃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关于生产函数的收益递减假设，

认为由于存在边干边学或是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呈现出了收益递增的趋势。而这种收益递增不仅得

自于知识或人力资本的积累，同时由于存在外部性，使得经济得以保持持续的正的增长。但是第一

代内生增长理论忽视了一个经济增长中的客观现实，即厂商的有目的的研究与开发（Research & 
Development，R&D）活动。这激发了包括罗默（Romer 1990）、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Helpman 1991）及阿吉翁和霍依特（Aghion，Howitt 1992）的关于研发类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 

罗默（Romer 1990）在 1990 年关于经济增长的第二篇经典文献中扬弃了他在第一篇文献中的

一些观点。他认为技术变化主要是厂商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而采取的有目的的行动的产物，且

这种技术变化是与厂商投入研发的要素是成正比的。 

罗默关于知识或技术有几个假定：首先，它是非竞争性产品，可以无限积累，同时又具有外溢

效应。假设 为投入到研发部门的人力资本，则有关于知识或技术的方程： AH

AA H Aδ=&                                                                   （13） 

其次，知识或技术不同于公共品，具有部分排他性。这依赖于知识自身的性质以及产权、专利

等法律制度，而这种非竞争性、部分排他性的知识或技术会应用于新产品的设计。 

再次，知识或技术具有非凸性。因为知识的非竞争性假设暗含了知识的生产和配置不可能完全

由竞争性市场力量来控制，因此，此前的关于内生增长理论中的完全竞争均衡必须被打破。 

基于此，罗默在模型中引入了研发部门，研发厂商生产新型的中间产品的设计，并对新设计拥

有永久的垄断权利。 

罗默模型把技术进步表现为中间品 ix 的增加，设中间品的种类为 A，则其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

形如： 

1

0

A

Y iY H L x diα β α β− −= ∫ ，0 1α< <                                               （14） 

罗默模型强调了垄断力量在技术生产和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因为它提供了诱使厂商进行研发活

动的刺激，从而建立了一整套内生技术变化的垄断竞争均衡增长模型。 

罗默的增长模型是建立在产品多样性，亦即水平创新（Horizontal Innovation）的基础上的，而

阿吉翁和霍依特（Aghion，Howitt 1992）则建立了基于产品垂直创新（Vertical Innovation）的内生

增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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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吉翁和霍依特的增长理论中，产品的垂直创新是增长的源动力。而这种垂直创新源自于熊

彼特（Schumpeter 1942）的著名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思想。熊彼特指出：“开
动和保持资本主义发动机运动的根本推动力，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生产方法或运

输方法、新市场、新产业组织的形式。……它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

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9

运用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阿吉翁和霍依特在其增长模型中假设每一创新均由一新的中间

品 x组成，而这个新的中间品比以前的中间品更有效地生产最终消费品。其生产函数为： 

y Axα= ，0 1α< <                                                           （15） 

研究厂商受成功创新的专利产生的垄断租金的驱使不断进行研发活动，阿吉翁和霍依特假设一

个研发部门的创新由泊松实现率 nλ （ 表示投入于研发部门的劳动）控制，并且技术变化率 服

从： 
n A&

0
tA A γ=&                                                                     （16） 

这里的 t表示第 次创新。 t

阿吉翁和霍依特把第 次创新的贴现的期望价值定义为： 1t +

1
1

1

t
t

t

V
r n
π
λ
+

+
+

=
+

                                                               （17） 

其中π 表示利润。分析（17）式可以看出，垄断者的创新垄断租金会受到其他厂商的新的成功创新

所破坏。创新就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它在为一部分厂商创造垄断利润的同时，又破坏了另一

部分厂商的垄断利润。根据这种方法，阿吉翁和霍依特建立了一个基于垂直创新的动态垄断竞争均

衡增长模型。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Helpman 1991）对研发类内生增长模型的发展做出了重要

贡献。他们在其专著《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中建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模型，既包括基于水平

创新的增长模型，也包括基于垂直创新的增长模型。 

在其水平创新模型中，他们引入了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 1977）的生产函数，

设对每一消费品 ix ，则有消费指数 ： D

( )
1

0

A

iD x di αα= ∫                                                               （18） 

可以看出，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模型是基于最终消费品的，这与罗默的基于中间品的增长模

型相对应。 

另外，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沿着产业组织理论开拓的产品质量提高的研究思路，把阿吉翁和霍

依特的一次性技术创新的框架拓展到连续和周期性的技术创新过程，提出了一个产品质量阶梯不断

提高的内生技术变化增长模式。对应于（18）式，此模型引入了产品质量，于是家庭的瞬时效用函

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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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log ( ) log ( ) ( )m mt

m

D t q i x i di⎡ ⎤= ⎢⎣ ⎦
∑∫ ⎥                                              （19） 

其中， ( )mtx i 为在 时刻对产品系列 中质量为 的产品的消费量。同样，这个基于垂直创新的增长

模型的是基于最终消费品的。 

t i m

可以看出，上述几个研发类增长模型都对技术过程的内生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都强调厂商

的有目的的研发活动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而不单单是知识、技术或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所维持的经

济增长。同时，研发类增长模型建立在垄断竞争均衡基础之上，打破了以往内生增长模型所维持的

完全竞争均衡模式，可以说是对经济理论的重要突破。研发类模型的核心特征是一致的：技术进步

或创新是企业有意识进行研发投资的结果；来自创新的垄断利润则为企业从事研发活动提供了市场

激励；分散市场经济增长率一般不等于社会最优水平，政府政策具有增长效应等。 

除了上述的内生增长模型外，许多经济学家构建了自己的增长模型，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内生增

长理论。其他比较著名的模型还有：金和里贝罗（King，Rebelo 1990），琼斯和惠野真理（Jones R.，
Manuelli 1990），贝克尔、墨菲和塔姆拉（Becker，Murphy，Tamura 1990），巴罗和萨拉伊马丁（Barro，
Sara-i-Martin 1990），斯托基（Stocky 1991），等等。 

2.2.3 规模效应与内生增长理论 

研究经济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动机是国与国之间的长期增长的差异。因此，内生增长理论关注于

内生要素不变的或是递增的规模效应——在这里，储蓄率的变化和用于研究与开发的资源的变化持

久地改变增长率。但是，琼斯（Jones 1995a）指出了基于研发的模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琼斯对罗默、阿吉翁和霍依特、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模型进化了时间序列检验。发现这些模

型所预见的“规模效应”（Scale Effect）与得自工业化国家的时间序列的事实并不一致。在过去 40 年

中，由于人口增长和研发密集度的增长，在工业化国家从事研发的研究人员数目显著增长，然而，

其增长率却显示出不变的中值甚至是平均值下降的趋势。基于此，琼斯指出，研发类模型的关于从

事研发人员对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是不成立的，但如果在模型中消除掉它，这些模型仍然是非常有

吸引力的。 

可以说，上述几个研发类增长模型用最简单的形式概括也就是： 

1 ( )YY K ALα α−= ，                                                           （20） 

A
A L
A

δ=
&

                                                                    （21） 

基于此，琼斯（Jones 1995b）提出了一个“半内生”（Semi-Endogenous）增长模型，他对式（21）
进行了改进： 

1
A AA L A lφ λδ −=&                                                                （22） 

在均衡中， ，但 抓住了技术过程中由于存在技术复制而产生的外部性这一重要特征。可以Al L= A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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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当 1φ = 且 1λ = 时，这一方程与（21）一致。但琼斯指出，上述的研发类模型中 1φ = 假设

是很随意的，实际上，可能

的

0φ = 最接近现实的。琼斯在假定是 0φ < 的

 

论的进化观点

进化经济学 的思想渊源

，创新是一个内在因素，经济发展也就是这种 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

种变动 。

不是静止的。他把那种 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 ，即 不断地破坏旧的，不断地创新的结构 的过

情况下，证明了其与投入到

研发中的递增人数相一致的平衡增长路径。

琼斯激发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兴趣，纷纷致力于在基于研发的增长模型中消除规模效应。如派瑞

特（Peretto 1998），迪诺普罗斯和汤普森（Dinopoulos，Thompson 1998），塞格斯托姆（Segerstrom 
1998），杨（Young 1998），艾彻和土诺夫斯基（Eicher，Turnovsky 1999），李（Li 2000）。 

至此，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核心问题的研究告一段落。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关

注向其他相关领域转移，如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货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产权与经济增长的关

系。 

3   增长理  

3.1 10  

进化经济学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大家一致公认的定义，但达尔文在其旷世巨著《物种

起源》中提出的进化论显然对进化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是进化论的核心观点，而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与生物系统的自然选择之间的相似性使得经济学家

试图用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来对经济规律作出解释。但我们不能就此把进化经济学错误地与一种考虑

经济的生物学方法联系起来。从历史观点来看，进化经济学可以理解为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

一种批判，而不是简单的从生物学到经济学观点的转移。安德森（Andersen 1994）指出进化经济

学结合了三种独立发展的经济学理论：熊彼特（Schumpeter 1934）的创新和竞争理论；阿尔奇安

（Alchian 1950）的把市场看作选择机制的理论；西蒙（Simon 1955）的有限理性下主体的决策的

理论。 

3.1.1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熊彼特（Schumpeter 1934）对经济进化理论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把资本主义看作本质上是

一个进化的过程，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的经济活动中一切改变或替代传统方式和打破原来均衡状态

的内部变革。它不再是原有传统过程的重复和继续，而是一种跳跃，是对传统过程的替代。那么是

什么因素推动着经济发展？熊彼特认为，推动发展的因素可分为两种：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所谓

外部因素是指天时、地利、战争和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它不是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所谓内

部因素是指社会消费时尚和偏好、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的变化，以及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方式

的变革若只是传统生产过程的程度不大的逐渐改进，就不能算是发展，只有生产方法的变革使原料

和动力的新的结合过程不是陆续出现而是突然发生的，才可以算是发展。 

既然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就是生产方式的某一方面的变革，也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活动，那

么应如何去理解“创新”（Innovation）的概念？熊彼特从以下五种情况解释其含义：1）生产新产品；

2）使用新技术；3）开辟新市场；4）发现和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行新的企业组织形式。

显然，创新是厂商对环境作出的创造性反应，而他们按照常规进行经营则是种适应性反应。由此，

熊彼特认为创新有三个特点：1）创新与科学技术发明并无必然联系，两者不能等同；2）创新不限

于大企业，也不一定是大规模；3）创新往往被效仿追逐而形成高潮，推动整个经济周期性波浪式的

发展。所以 “
”  

熊彼特（Schumpeter 1942）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和方法，它从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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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称作产业突变，并认为“这种创造性破坏过程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所以，“创新”、
“新组合”、“经济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离开了这些，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熊彼特以创新为

轴心，指出宏观经济的均衡问题。他指出，创新是使资本主义经济从均衡走向非均衡，又从非均衡

恢复均衡的力量。这是因为，创新往往被仿效，形成高潮；创新相继出现，创新和模仿也相继出现

高潮，由此推动整个经济波浪式的发展。熊彼特用“创造性破坏过程”来概述创新的作用，这就是说，

创新好似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它造成了破坏，即对旧的过程的破坏，但它又是创造性的，因为有

了创新，经济才能前进。 

3.1.2 阿尔奇安的不确定性和自然选择理论 

阿尔奇安（Alchian 1950）在其经典文献“不确定性、进化与经济理论”中对如何在经济理论中整

合入进化理论进行了初步的理论尝试。 

他指出：传统的对经济行为的分析依赖于理性主体基于最优化情形而做出的最优决策。这包含

了两个准则——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而我们所观察到的经济系统中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

机会和好运有可能在决策过程中和决策结果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大化行为假定对科学目的的

解释和预测是不必要的，因为行为人在不确定世界中的活动和所给定的激励可能会作出各种不同反

应，个体行为是不可能预测到的。因此，阿尔奇安建议在经济分析中用自然选择的概念代替最大化

的概念。“进化”的竞争力量将使接近于最大化模型所预测的企业生存下来。适度的竞争可以作为决定

各种制度形式存在的动态选择机制。在这种选择机制下，即使不把行为主体看作是理性的，但来自

社会的进化压力（优胜劣汰）也将促使每个行为主体采取最适合自身生存的行动，而“自然选择”
（Natural Selection）的进化过程可保证发展的最优模式能以总量形式被观察到。进化机制会有助于

实现企业种群对业已改变的外部市场情况作出反应，企业不应被看作是传统理论中的“完全理性”决策

者，而应被视为“适度性制度安排”且由市场力量决定其形态。 

阿尔奇安指出，由于最优经济分析的非现实性，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价格协调机制是不存在

的。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企业组织活动具有更重要的经济协调作用，而这种协调作用得以发挥的基

础是对成功企业的模仿和创造性竞争行为。 

阿尔奇安的这种进化观不仅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制度的选择提供了一个思路，而且也为进化经

济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思路。 

3.1.3 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 

在经济学领域，西蒙的成就在于对“经济人”的概念予以了重新阐释。传统的经济理论中总是假设

经济人如同一部精密的计算机器，在所面临的任何形势中均会以当前形势中最优的方式采取行动。

换言之，经济学家仅需要考虑在其面临的各种约束下如何选择在数学上最优，就可以描述经济人的

理性行为。 

西蒙（Simon 1959）认为，在复杂的社会经济形势中，人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只有有限的计

算能力和分析能力，无法充分利用所掌握的大量信息来计算并得到最优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

是在寻求“最优”，而是在寻求“满意”。这相当于心理学上的“行为主义”，人们设计或改变行为模式是

为了使自己得到对刺激更好的反应结果。 

西蒙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理论，其核心特征就是“满意化”（Satisfacising）。人

们寻求的不是获得最高回报的策略选择，而是寻找一种足够让人满意或者说“足够好”的行动过程。因

此经济学的重要研究任务就是描述人们的行为模式，刻画他们如何形成决策从而决定自己的行动过

程，简单说来就是决策形成过程。（Simon 1982） 

他的这种思想可以说引发了微观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西蒙让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问题和研

究问题。在西蒙之后，人们对待经济数学模型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并不是说最优化经济模型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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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意义，这些模型仍有意义，但是它们应该被视为一种近似，是人们对复杂经济现实做出简化后用

严格数学推理来帮助自己决策的工具。也就是说，它们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满意化策略，不是

寻找对于现实来说最优的决策，而是寻找现实世界一种简化近似的数学模型中的最优来作为我们“满
意”的决策。而这只是现实人类有限理性行为的一种表现，此外，还存在其他或许更为现实、更为重

要的方式。例如，人们可直接建立一定的行为规范或准则，由此作为对现实问题的满意化选择。经

济学或管理学如果不深入考察这些行为模式或者行为变迁，那么就很难说明现实中人们实际做出的

选择。 

3.2 进化增长理论11

3.2.1 纳尔逊和温特模型 

纳尔逊和温特（Nelson，Winter 1982）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的出版标志着经济进化理论

的研究已初步形成框架。在这部开创性的著作里，作者发展完善了经济进化理论并建立了基于主体

的模型。这些主体具有有限理性（追随西蒙），受制于自然选择，因为不同的利润导致不同的企业成

长（追随阿尔奇安），他们的利润取决于短期的价格竞争和长期的创新引致的技术竞争（追随熊彼特）。

纳尔逊和温特的主要贡献是在经济学理论中打开了企业的“黑箱”和技术创新在企业中的作用。他们的

模型表明：进化增长模型可以重现对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结果。 

纳尔逊和温特的进化模型的假设与正统的新古典理论关于企业和行业行为的假设不同。在他们

的进化模型中，企业被假定为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内具有一定的能力和决策规则，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些能力和规则由于存在要解决问题的努力和偶然事件而不断改变。企业之间不断竞争的过程，实

质上就是企业对不断变化着的市场做出反应和适应性调整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与自然选择相似

的经济情况在起作用。市场决定哪些企业是赢利的，哪些企业是不赢利的，并趋向于将后者筛选掉。

这些留下来的企业通常是靠不断的创新而取胜的。 

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一致，进化增长理论同样把技术进步看作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因此，

关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假定是纳尔逊和温特模型的核心部分。企业的技术创新来自于对技术可能性集

合的“搜寻”活动，其目的就是改善现有技术。同时，企业的研发活动是按照“满意”的原则来决策的。

如果企业对现状感到满意，则其会保持现有的“惯例”（Routine）。只有迫于其经营状况的压力，企业

才会进行技术创新的搜寻活动。模型根据资本的收益来决定企业是属于下面定义的组 1 还是组 2。 

组 1：如果决策规则能够获得足够的收益——也就是它们所获得的总的资本收益超过了目标水

平，那么当前具有正资本状态的企业将会对这种决策规则感到满意，所以他们将会以概率 1 保持当

前的生产技术。 

组 2：如果企业的资本收益低于目标水平，那么企业将会经历一个概率技术选择过程。这个过

程包含两种情况：本地搜寻（Local Search）和模仿（Imitation），但是这两种过程不能同时发生。 

纳尔逊和温特假设在给定的空间里来描述技术，越远距离的技术，越不容易被发现。因此，搜

寻到的技术的概率分布集中于更靠近现有技术的那些技术上，因此这种搜寻是“本地”的。假定 和La
Ka 表示一单位产出所需的劳动和资本，技术 和 '之间的距离用下面的公式表示： h h

''( , ) | (log ) log | | log log |h h h
L L KD h h WTL a a WTK a a= − + −

'h
K                         （23） 

其中，WT 和WT 表示劳动和资本在距离中的权数，且满足：L K 1WTL WTK+ = 。这表明：两个

技术之间的距离是投入系数对数值之差的绝对值的加权平均数。两个技术越是接近，从一种技术转

移到另一种技术的概率就越大。 

在模仿的情况下，模仿企业采用某一特定的现有技术的概率是与这个技术在一段时期内所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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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出与行业总产出的比值成正比。可以说，模仿在宏观层次上并不产生创新，但在微观层次上产

生创新。模仿对于企业来说有成本优势，因为他们不用进行研发投资。同时，技术创新导致更有效

率的技术通过市场可以更快地传播。于是，一个正在搜寻的企业找到不同技术的概率就是本地搜寻

的概率和模仿概率的加权平均数。 

纳尔逊和温特的进化增长模型能够描述索洛（Solow 1957）所表明的新古典经济学所能解释的

微观经济模式。在索洛的文献中，考虑了过去 40 年中的总产出、总资本投入和总劳动投入数据。纳

尔逊和温特通过计算机模拟由微观经济的数据生成了同样的宏观总量数据，产生了企业和行业的投

入和产出的时间路径，行业的工资率、企业和行业的资本收益率、劳动份额、资本份额的时间路径。

通过初始条件的设定，使其与索洛模型的数据所揭示的条件相一致。纳尔逊和温特得到的总的技术

进步要比索洛通过美国的真实数据发现的技术进步平坦，这证实了由进化理论所假设的技术进步的

渐进增加的特征。虽然纳尔逊和温特并没有采用新古典的生产函数，但是却没有影响这个模型作为

模拟工具在不放弃微观细节的情况下能够得出同样的结论的解释力。 

值得强调的是虽然纳尔逊和温特模型中的企业在技术进步和进行投资决策时对生产率的信号作

出了反应，但是并没有最大化利润。相反，运行良好的企业在对决策规则做出改变时，将会对现有

的决策规则做出较小的改变。同样，这个模型并没有依靠均衡的概念。在任一时间点上，存在着不

同的可使用的技术和可获得的收益率，因为最好的技术总是因为没有被发现而得不到利用，企业总

是使用比最好的技术不经济的技术。在进化增长理论中，企业进行搜寻，根据已经获得的结果，企

业会改进他们的规则，采用选择机制，因而搜寻和选择代替了最大化和均衡，从而也就用不到新古

典生产函数的概念。 

3.2.2 其它进化增长模型 

在纳尔逊和温特（Nelson，Winter 1982）之后，众多学者投入到了研制进化模型的热潮当中。

这些模型各异，但总的来说可以大致分为三类（Kawasnicki 2003）： 

（1）延续纳尔逊和温特的传统。这些模型在大的思路上延续了纳尔逊和温特的传统，只是对其

模型进行了小的改进或是扩充。如温特（Winter 1984），乔纳德和意迪扎格鲁（Jonard，Yildizoglu 
1998，1999），温特、卡尼奥夫斯基和多西（Winter，Kaniovski，Dosi 1997，2000）、意迪扎格鲁

（Yildizoglu 2001）。 

（2）西尔沃伯格和沃斯帕根类模型。这些进化模型在纳尔逊和温特的工作基础上进行了比较大

的修订，主要的区别在于他们把技术过程嵌入于“过时资本”（Vintage Capital）中。企业不使用复杂

的最优化决策，而只是使用简单的“拇指规则”（Rules of Thumb）或是惯例。市场的选择过程基于

复制者动态。这类模型大部分由西尔沃伯格、沃斯帕根及莱纳特开发（Siverberg，Lehnert 1993，
Silverberg，Verspagen 1994a，1994b，1995a，1995b）。 

（3）多西等人的模型。这些模型是高度的自下而上的模拟模型，大部分由多西等人开发（Dosi 
et al. 1993，1994，1995，Fagiolo，Dosi 2003）。模型只是被赋予最基本的微观机制，然后由模型

的运行总结出宏观上的典型化事实。 

在纳尔逊和温特模型中，企业应用和搜寻技术的过程，导致不同的利润，同时导致企业不同的

发展结果。而在上述进化增长模型中，市场对企业的自然选择机制很多都用到了“复制者动态”
（Replicator Dynamics），这是源于生物学界的费舍于 1930 年提出的方法，以反映达尔文的适者生

存、优胜劣汰的生物进化理论。 

考虑由 个个体组成的群体，个体之间相互竞争，竞争的结果用向量n 1 2( , , , )nx x xL 表示， ix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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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第 个个体出现在竞争结果中的相对频率，即：i
1

1
n

i
i

x
=

=∑ 。用 ( )if x 表示第 i个个体的适应性函数。

则整个群体的进化可用下式来表示： 

[ ( ) ( )]i i ix x f x f x= −& ，
1

( ) ( )
n

i i
i

f x x f
=

= ∑ x                                        （24） 

式（24）表明，适应性超过平均适应性越大的个体其生存能力就越强，反之，适应性低于平均适应

性越大的个体其生存能力就越弱。反映到进化模型中，企业的适应值是一个关于产品价格、质量或

技术水平等的市场竞争力。复制者动态理论运用到经济学领域说明市场是一个有力的选择机制。 

在西尔沃伯格和沃斯帕根类模型中，市场的选择机制遵从复制者动态： 

( )i
i

df a E E f
dt

= − i

iD

，                                                           （25） 

企业的竞争力 是产品价格 的对数和“交付时滞”（Delivery Delay） 的一个线性组合： iE iP iDD

lni iE P b D= − − ⋅                                                           （26） 

进化模型中并不存在像“供给”和“需求”这类传统的经济学概念。取而代之的是企业行为遵循更现

实的诸如：订单、订货、交付时滞、资本利用率、出货等概念。 

西尔沃伯格和沃斯帕根类模型是高度的非线性模型，在几乎所有微分方程中都表现为非线性。

研究该类模型特征的惟一方法就是在计算机上进行大量的模拟实验。 

多西等人的模型假设经济由几个部门组成，每个部门对应于特殊的技术和市场体制。每个部门

又由几个微型部门组成。每个企业由它的创办时间 、规模 、以及竞争力 定义。企业的规模和竞

争力由学习决定，市场的动态亦影响公司的规模。多西等人考虑了产业发展的两种原型。 
a s e

其一，创新的惟一源泉是新进入的企业。在位企业不进行学习，而新进入企业在 时刻的竞

争力为： 
1t +

1

( 1) ( )(1 )ii
ge t e t k
λ

+ = − +                                                      （27） 

i ie e=∑ f 是在位企业的平均竞争力； 是随机从泊松分布中抽取的值； 和g k 1λ 是表示行业进入障

碍和可能创新的机会水平的参数。 

其二，在位企业的学习是高度累积的，竞争力的发展取决于： 

( 1) ( )(1 ( ))j j je t e t h t+ = + ， 

2

( )
( 1) 1 ln 1

( )
j

j

e t gh t
e t λ

⎛ ⎞⎛ ⎞
+ = + +⎜ ⎜ ⎟⎜ ⎝ ⎠⎝ ⎠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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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新进入企业的竞争力变化与式（27）具有相似的形式。 

多西等人的模型中，在任何离散的时段内，任意数量的企业试图进入市场，同时市场上表现不

好的企业会退出。 

4   两种增长理论的主要差异 

认识论上的根本差异决定了新古典经济学与进化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理解沿着两条不同的

途径展开。他们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假定上存在着重大分歧，因而其理论模型在表现形式及关

注的焦点上也存在着差异。 

4.1 理  性 

经济学家对索洛模型普通感到不满的是其外生的技术变迁过程，而经济增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说延续新古典传统的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目标就是技术过程的内生化。内

生增长理论的核心假定基于理性的经济主体——完美信息假设和由此形成的最大化原则。新古典经

济学假定经济主体是完全理性的（Perfect Rationality）。这里完全理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1）经

济主体以利润最大化（企业）及效用最大化（家庭）作为其行动的惟一目标；2）经济主体出色地掌

握了与最优化决策相关的所有知识及信息并能正确地运用这些知识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这一假定是

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推演的一个支柱，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确保符合帕累托最优的均衡状态

的存在，经济学家们才可以抛开现实世界中各种纷繁复杂的表象问题的束缚，致力于对均衡和本质

性规律的研究。但是，正是该假定招致了进化经济学家最猛烈的批评。（郭箭 2001） 

进化经济学家认为，完全理性暗含着完全信息，但从经验观察的角度看，完全信息的存在程度

很低，与最优决策相关的信息不仅是稀缺的，而且是非均衡分布的。企业无法掌握所有的诸如技术

水平、产品需求等市场信息，也无法掌握所有竞争对手的信息，如产品的内在质量、价格调整、企

业的进入与退出等信息。显然只有在完全信息的假设下才能知道什么是最优以及如何才能实现最优。

同时，由于经济主体的有限的计算能力和分析能力，即使拥有完全信息，经济主体的最大化决策并

不一定表现为最优的。人们无法作出关于其整个一生的最优决策，而只能根据其所能够搜集到的信

息就其一生中的每个阶段建立相对简单的行为模型。企业也无法对现在及将来的运作做出完全正确

的判断并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只是存在一定满意程度的利润水平。 

通过放松完全理性的部分假设，进化经济学家们得到了经济主体行为有限理性的命题。有限理

性是指那种把经济主体在认识方面的局限性考虑在内的合理选择：1）经济主体有追求最优化的趋势，

但由于他们受行动理性的限制，追求最优化的过程是渐进的；2）受知识理性的限制，经济主体的预

期是有差异的。尽管有限理性的介入，导致经济学中确定性的消失，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

但经济学者只有从经济主体的自身属性出发，充分认识到经济主体行为的有限理性，才能对现实经

济进行科学的分析和预测。同时，有限理性的难点在于其分析和计算上的限制，随着计算技术的进

步，这些限制正在逐渐被剔除，使得应用经验化原则实现一般理论的经济计量研究更加容易。（张世

伟，赵东奎 2000，张世伟 2004） 

4.2 均  衡 

进化经济理论倾向于把经济增长视作是一个持续的非均衡的动态过程，而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

经济终究会收敛到一个稳定的均衡状态，因此，始终关注稳态均衡的实现条件，以及稳态均衡的实

现路径。这延续了外生增长理论的新古典分析方法。尽管增长模型在稳态均衡的情况下研究各投入

要素的变化率得到了诸多经济学家的认可，但是正统的对均衡研究的片面性却受到了质疑。内生增

长理论引入了更多更现实的变量，但仍然对许多现实问题无能为力：现实中观察到的各种现象，不

管是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还是新技术出现之后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都是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的

表现，而在新古典理论范式下非均衡状态是根本没有地位、不会受到关注的。当然，进化理论中的“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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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概念同样重要，但其中的均衡并不是新古典理论中单一的、稳定的、决定意义上的均衡，而是多

重的、动态的、具有不确定性和随机性的均衡；同时，研究均衡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分析进化的非

均衡过程到底是什么样的以及这个过程如何影响到均衡状态的形成，而不是完全把注意力集中到均

衡状态的研究上。（莫志宏 2005） 

进化经济理论引进了进化竞争优势（Evolv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的动态概念，而这个概

念并不依赖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所进行的均衡分析。新古典理论认为竞争均衡是一种没有相对

的竞争转移和收益的一种状态，并认为系统必须处在这种状态或是这种状态的附近。与之相反，进

化经济理论中的竞争是依据随时间连续改变的环境定义的，这种环境是对企业所使用策略和企业对

来自于系统其他部分反馈的反应。 

4.3 异质性 

在内生增长理论中，为满足简化分析和建立数学模型的需要，所有的企业均被假定为同质的，

即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依据相同的行为规则进行运营。虽然在一些内生

增长模型中，企业的研发活动使得一些市场形成了垄断均衡，导致了一定的产品异质性的存在，但

各企业间的技术研发水平、竞争力等更本质的属性并不存在差异。 

从纯粹抽象的角度讲，竞争和生存压力决定了所有企业在本质上都是利润驱动的经济行为主体，

在这个意义上，将所有企业看作一样的并以此作为分析的起点是可以理解的。但异质性是保持经济

主体的创造力的关键，也是经济进化和市场选择的基础。从历史上看，不论是出于组织、个体还是

偶然因素的作用，任何两家企业都不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进行创新，这就导致了创新的多样性与分

散性。 

异质性的存在使得进化增长模型拥有更坚实更精致的微观基础，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的

典型个体。这使得进化增长模型的所观察到的宏观经济现象更具说服力。但这样做的代价也是显然

的：会使得进化模型比较复杂，一般难以用数学解析方法求解，而只能用计算机来进行模拟实验。

相对来说，进化增长模型的透明度较低。 

4.4 不确定性 

内生增长理论中没有考虑或是极少考虑现实经济中大量存在的不确定性12。而进化增长理论则

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现为不确定性模型——因为进化本身就暗含了不确定性及随机性。经济主体在进

行决策的过程中并没有意识到他可能面对的所有的选择，但是可以通过“试错”（Trial and Error）过

程发现这些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主体不论是决策的制定还是决策的结果都涉及到了随机因

素。 

进化增长模型通常把创新过程看成一个随机过程，进而引入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如纳尔逊和

温特（Nelson，Winter 1982）的模型中，经济过程是一个马尔科夫过程，即某一时期的行业状况将

决定它在下一时期的状况的概率分布。当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时，它将以预期利润为标准去

搜寻新的技术。通过不断的搜寻与选择，企业随时间而演变。由于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搜寻的结果

不是决定性的而是部分随机的。进化经济学家进一步指出经济进化的结果并非惟一的，不同的进化

过程将导致不同的结果。 

5   结  论 

本文沿着两条主线简要回顾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历史，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和进化经济学对经

济增长的理解。具有新古典传统的增长理论历经了外生增长理论到内生增长理论的嬗变——关注的

焦点集中于内生化技术过程。而具有进化传统的增长理论则是基于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不满而产生

的。在新古典经济学占据经济学主流地位的今天，显然是内生增长理论更有市场——无论在经济学

课堂上，还是政策制定者的参考报告中。但我们看到进化增长理论的影响力在稳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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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两者在一些经济理论的基本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甚至对立。主要体现在

它们对理性、均衡、异质性、不确定性等方面的不同理解。同时，它们的模型技术也有较大差异。

新古典的内生增长理论里大量应用动态最优化方法来求解增长的平衡增长路径，而进化增长理论则

由微观主体的进化、不确定条件下的技术搜寻、市场的自然选择来决定增长路径。新古典的内生增

长理论从形式上更符合科学的规范，因为它有着明确的假定和推理结构，通过运用演绎法能够得出

比较明确的推论。而进化增长理论则以形式上的科学性为代价，在模型中引入了许多现实的假定，

能够以比更加现实的微观经济假设为基础来解释宏观经济现象。使模型整体上更接近真实，与现实

更具有相关性。 

新古典的内生增长理论同进化增长理论有着同样的目标，那就是更好地理解经济增长，尤其是

更好地理解经济增长中的核心问题——技术过程。虽然两者在各自的发展中都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突

破，但我们认为离深刻认识经济增长的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两种增长理论都有可能会在各自的发

展中独立地实现这一目标，但更有可能的是，两者之者的不断融合、互补与学习。我们希望两者在

未来的碰撞、互动及相互学习推动经济增长理论的不断发展，形成一套既科学又具现实意义的经济

增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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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long time ago, growth theory has been always concerned as core problem by economists. 

“legitimacy” theory , with the neo-classical exogenous growth theory, explains that physical capital promotes the 

growth, and introduces the technology progress into the analyses. The exogenous technology progress of 

exogenous growth theory stimulus the research of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and evolutionary growth theory.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brings “learn by done”, human capital and R&D in to the model, and thus produces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monopoly equilibrium and other prosperities, of which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at 

technology progress is endogenous in the model. Evolutionary growth theory emphasizes the definite ration and 

evolutionary action of household and enterprise, and the natural process of market, the theory in which technology 

progress is endogenous, filled with uncertain, external effect of network, and seeking process of path dependant. 

Both of them are different on the ration, equilibrium and other core problem in nature, as are models on the 

heterogeneity, uncertain and other problem.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growth theory is more probability the 

integration and compliment of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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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部分的论述参考了以下一些专著，如果对增长理论需要更详尽的了解亦可参阅。入门级的如琼斯（Jones 1998，
中文版 2002），中级的如戴维·罗默（Romer，D. 2001，中文版 2003），高级的如巴罗和萨拉伊马丁（Barro，Sala-i-Martin 
1995，中文版 2000），阿吉翁和霍依特（Aghion，Howitt 1998 中文版 2004），索洛（Solow 2000，中文版 2004）。
对于一些增长理论中的前沿性问题的关注请参阅以下几篇出色的综述：克莱诺和罗德里格斯-克莱尔（Klenow，

Rodriguez-Clare 1997），范（Fine 2000），以及罗格斯（Rogers 2003）。国内作者关于经济增长的比较详尽的编著

可参阅：舒元、谢识予、孔爱国等（1998），朱保华（1999），朱勇（1999），庄子银（2004）。 
2 斯旺（Swan 1956）也提出了类似于索洛的增长模型，有时合称为索洛—斯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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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产函数如果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我们就称其为新古典生产函数。（1）对于所有 和 ，F 呈现出对

每一种投入的正且递减的边际产品；（2） ⋅F 呈现出不变规模报酬；（3）随着资本（或劳动）趋于 0，资本（或劳

动）的边际产品趋于无穷大；随着资本（或劳动）趋于无穷大，资本（或劳动）的边际产品趋于 0。参见巴罗和萨拉

伊马丁（Barro，Sala-i-Martin 1995，中文版 2000，P3）。 
4 拉姆齐模型和后面所述的戴蒙德模型不只是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得到了应用，大量的宏观经济模型都以其为微观基

础。它们可以说是整个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基石。 
5 这里用到了求解此类最大化问题的古典变分法中的欧拉方程（Euler Equation），当然亦可用比较现代的最优控制

理论来求解。鉴于动态最优化对于经济增长模型的重要性，详尽的求解方法可参阅以下专著：蒋中一（Chiang 1992，
中文版 1999），高山晟（Takayama 1993，中文版 2001），肖恩（1997，中文版 2003）。 
6 戴蒙德的模型主要基于萨缪尔森（Samuelson 1958）的研究成果，而布兰查德（Blanchard 1985）在他们的离散

模型基础上发展了连续时间模型。 
7 关于内生增长理论或新增长理论的分类各个经济学家的角度或观点不尽相同，这里更倾向于琼斯（Jones 1995b）
的分类方法。亦可参阅索洛（Solow 2000）的分类方法。 
8 即前文所述的新古典生产函数的第三个条件。参见稻田（Inada 1964）。 
9 参见熊彼特（1942，中文版 1999），P146-147。 
10
英文中的“进化（Evolution）”一词起源于拉丁语 evolutio，意思是展开，即将一个卷在一起的东西打开，原指任何

事物的生长、变化或发展，包括恒星的演变，化学的演变，文化的演变或者观念演变。自从 19 世纪以后，进化通常

用来指生物的进化，在种群中从一代到下一代基因频率的改变。中文中的“进化”，含有方向性，目的性，计划性的意

思。生物进化常常被不准确的定义为生物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种类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事实上，生物

进化本身并无任何目的和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演化是比进化更为恰当的名称。但这里我们仍采用“进化”一词，以与

“进化论”相呼应。 
11 这里只是非常简要地讨论进化增长理论。关于进化经济学或进化增长理论的详细讨论可以参阅：纳尔逊和温特

（Nelson，Winter 1982，中文版 1997），多西、弗里曼和纳尔逊等人编（1988，中文版 1992）安德森（Anderson 
1994），多普弗编（Dopfer 1995），盛昭瀚和蒋德鹏（2002）。另外亦可参考几篇综述文献：穆尔德、格鲁特和霍夫

克斯（Mulder，Groot，Hofkes 2001），桑坦格罗（Santangelo 2003），瓦斯尼基（Kwasnicki 2003），弗兰肯（Frenken 
2004）。 
12 具有熊彼特传统的内生增长模型往往把不确定性纳入到模型中——主要是集中于技术过程。这可以说明新古典经

济理论也受到了进化经济理论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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